
 

高质量经济活动：

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杨 虎 涛

摘    要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提高经济效率与国民福祉，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企业利润的协同

增长，而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报酬递增、生产率提升空间

大、产业带动效应强等特征。通过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关系，高质量经济活动产生大

范围的外溢效应，实现普遍的效率改进和实际工资提升。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三重特定性，即行业和产品的

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演进和国际分工体系、贸

易体系、金融体系的变迁，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应，高质量经

济活动的选择、培育和维系也需要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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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

 “由于现代经济学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在‘量’而不在‘质’，因此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

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①虽然主流经济学普遍忽视经济活动的“质”的特性，但在发

展经济学尤其是演化发展经济学以及调节学派等“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经济活动的“质”却是

长期以来的核心议题。这些理论普遍认为，不同“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导致国

家兴衰的分野所在。梳理上述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质”的论述，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

意义。

一、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经济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

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②总书记这一简明扼要的论断有着丰富而深

 

①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4 期。

②《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2015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

35



刻的内涵，涉及积累与投资、收入与消费、创新与发展等多个领域，对理解和指导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这一论述中，“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的核心，是指经济发展中劳

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上升从而使需求提升，利润以及积累率和投资上升三者之间的协同增长。这

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经济活动，被演化发展经济学称为高质量活动（high quality activity），同时也与阿

伦·杨格所讨论的报酬递增经济以及调节学派所讨论的黄金三十年时期的经济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尽管当前中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只是简单再现这种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

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和更高的要求：如，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强调创新

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但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与三者之间

的良性循环是基本的“质”要求，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没有实现效率提升和人民福祉提升，

也无法达成更多其他目标。结合十九大关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转方式调结构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①等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实现生产

率、实际工资和企业利润的协同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一国致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选择了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易言

之，经济增长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specific）。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分工水平更深、产业协同效应更

强、技术进步可能性更大。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认为，此类经济活动具有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研发密

度高、动态不完全竞争性特征突出、附加值较高等特征。具有上述特征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仅可以优化

产业结构，而且可以通过生产率外溢作用，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

早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高质量活动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末，调节学派在对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为代表

的西方黄金三十年的分析中，突出强调的也是生产率、利润（资本积累）和实际工资水平三者的共同增

长。调节学派所概括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

率增长同步的工资增长，以及工资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在产能利用率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企业利润增长，

进而资本积累提高和良好市场预期基础上的投资增长，从而带来进一步的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率的进一

步增长②。而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多西则将黄金三十年的这种技术创新推动下的生产率增长、工资收

入以及总需求的同步增长称为完美匹配（smooth match）。在多西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之

所以出现了长萧条的症状−经济增长缓慢、利润率持续下降、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社会分配不平等日益

加剧等等，是因为生产活动已无法实现“完美匹配”，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率、利润（积累与投资）、实际

工资（需求）协同机制的脱耦（decouple）。③

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早期的英美德等西方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

后崛起的日韩新等东亚国家，无一例外地是抓住了当时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腾飞。生产

率、利润（积累与投资）、实际工资（需求）的协同增长是这些国家跻身富国时期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

征。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黄金三十年之后长期陷入萧条中，根本原因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金融为代表的非生产性活动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从而无法启动类

似黄金三十年时期的生产率增长、资本积累增长和实际工资增长那样的正反馈机制；相反，投资乏力、实

际工资停滞和生产率增长缓慢成为长期特征。

大量研究也都佐证了多西的“脱耦”判断：马伦的分析表明，美国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商业投资净

额，已经从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的近 6%，下降到了如今的 2.5% 左右，资本积累速度缓慢，进而影响生

产率的增长。而就整个发达经济体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的生产率增速从 3.25% 左右降到 2.0% 左右。在本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4 Apr  2020

 

①《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6 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②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 5 期。

③Dosi.G, Virgillito. M E. “Whith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fabric? New technologies and old socio-economic trends,” LEM Papers Seri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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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则下降到了 1.25% 左右，2008 年金融危机后则进一步降到了 1% 以下。①戈登的研究

则表明，1928−1972 年期间，美国的产出资本比率的年化增长率为 0.9%，而 1972−2013 年则降低到负

0.8%。②而从劳动收入占比和实际工资水平上看，1972 年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

 （以 1982−1984 年美元计算）为 9.26 美元和 341.83 美元，此后 21 年间这两项指标持续下降，至 1993 年

分别降至 7.78 美元和 266.65 美元。甚至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过度繁荣时期，小时工资和周工

资也依旧只有 8.57 美元和 288.06 美元，远低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的平均水平。③

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作用机制

保罗·克里格曼（Paul Krugman）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生产率并非说明了一切，但从长远来

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生产率增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生产率增长才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

更多满足需要的商品，同时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持续增加；也只有生产率的增长才意味着会产生出额外的

资源，可用于下一轮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从而使生产率继续提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

衡量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指标，首先就在于这种经济活动是否具有生产率增长的空间。赖纳特等人

的考察表明，发达国家对产业活动选择、培育和保护的主要标准，首先就在于该活动是否具有陡峭的学习

曲线，即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如果某类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那么在生产率从低到高

到底的过程中，此类活动将产生广泛的产业带动效应以及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而一旦此类活动的生产率已

达极限，缺乏进一步的改进空间，这种经济活动所对应的产品或生产环节，就不再属于高质量范围。其

次，判断一种经济活动是否为高质量经济活动，要看此类经济活动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多大的程度上能影

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具有更大的技术外溢性，是否具有更广的创新范围，能否产生更强的产业

协同效应。生产率的这种外溢效应，将通过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需求，对生产率改进较慢的、如劳动密集

型服务行业产生强烈的工资带动效应，使更多经济主体分享到生产率红利。最终在结果上，高质量经济活

动就形成了一种“共谋”式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技术发展的成果将会被如下群体所分享：a）企

业家和投资者、b）工人、c）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他人，以及 d）国家−通过更大的税基”。④

在调节学派对黄金三十年的分析中，博耶等人将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资本积累、生产率的高

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大体同步。这种既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也有实际工资

提升的积累模式被调节学派称为“具有群众大规模消费基础的内涵型积累”，以区别于仅靠投入而非技术

进步而增长的“外延型积累”，以及虽有技术进步但却无法改善实际工资的“内涵型积累”。相较于赖纳

特对产业协同效应和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分析，调节学派更突出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生产活动的规模经济特

征。认为在黄金三十年里，是福特主义基于标准化和工业流水线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规模生产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而劳方和资方通过集体谈判形成了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制度，从而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

时促进了社会大规模消费，这反过来又强化和促进了大规模生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利润增长又提高了积

累率，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如此循环累积形成工资、利润和生产率之间的良性循环。

调节学派对这一正反馈的机理描述，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相似。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分析中，“共

谋型”增长的核心也在于高质量经济活动与更高生产率、更高利润和更高实际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建立

在生产率提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提高，建立在实际工资提高基础上行的需求扩大，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

企业会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会加大投资和提高资本产出比，这就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

高。而随着实际工资提高带来的需求扩大又有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从而使企业更能实现利润并有更

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①Phil Mullan, 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to start an economic renaissance,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Press, 2017, pp. 96-97.

②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623 页。

③王生升：《在历史坐标中解析中美经贸摩擦的真相》，《光明日报》2019 年 6 月 20 日。

④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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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预期继续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同样也是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

民实际收入和产业竞争力都得以不断提高。

不同的是，对于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正反馈”实现条件，赖纳特等人尤其强调国内市场保护和产

业政策的重要性，而调节学派则更强调其他制度体系的支持，认为垄断定价、劳资协商和政府的需求管

理，以及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是高质量经济活动得以持续的关键。之所以出现这种分野，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的分析对象具有差异性。调节学派所考察的黄金三十年时期，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

需而实现的，积累主要是通过内源型积累完成的。①而按经济史的划分，西方的黄金三十年属于“西方走

向富裕”（western ascent to affluence）的后期加速阶段，是从富到更富或富裕复兴的阶段。②而赖纳特所

考察的对象带有更多的赶超发展意味，在这种历史分析中，高质量经济活动伴随着对特定技术−经济范式

下产业制高点的争夺，因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条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作为一种“赶超”视域的分

析，经济发展能否惠及本国居民是赖纳特始终强调的关键点。他尤其指出，良性循环可以在任何一个点被

切断：如，缺乏实际工资的提高，或者缺乏资本−产出比的提高，甚至，“如果更高的需求只是源于对外

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循环将中断”③。这也意味着，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种创新性的活动，如果是缺

乏产业关联性的“飞地”经济，即使它具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特征，也只会对资本积累有利，但不

可能达到产业协同和国民收入提升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尽管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典型特征是其创新

性，但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高质量经济活动。

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三重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通过产业协同和技术外溢，使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形成协同增长。但无论是演化

发展经济学还是调节学派，都没有强调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特定性。事实上，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协同

增长并非是无条件的：只有在特定的行业和产品、特定的规模和结构以及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高质

量经济活动才能实现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三者间稳定和持续的协同增长。
 （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具有特定性
生产率、积累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不仅需要各种制度支持，同时也依赖于这一行业和产品的特

性。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导致个体实际工资上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总需求上

升？生产率提升在导致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同时是否也导致总产出和利润的增长，从而确保投资的

增长？

技术变迁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和劳动需求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被称为“李嘉图《论机器》一文

以来最重要的理论议题之一”④。在经济思想史上，库兹涅茨、克拉克和鲍莫尔、帕萨内蒂等人都讨论过

这个问题，普遍认为，需求的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价格弹性机制联系起来的。而金德尔伯格则更

是将这种弹性引入到部门间的产品需求之间，认为“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很高并与其他部门有着显著联

系的活动称为主导部门”。⑤事实上，不仅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而且就业的结构和总量的变动，

都对“正反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西指出，技术变迁、需求和就业之间至少存在着三种机制：一是通

过生产率增长到更低的产品价格到更高的需求，前提条件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 1；二是从生产率增长到

实际工资的增长到更高的需求；三是从生产率增长到劳动替代到更高的失业率，最终导致更低的需求。

但是，多西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三种机制的宏观综合效应，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这三种机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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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并存的。要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利润的协同增长，从而在资本积累、需求与总产出之间保持良

性循环的话，需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和补充效应大于其破坏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时产品的需求

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要大于 1。其原因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要使企业要从单

位价值量下降的商品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保证下一轮更高的投资进而保障总产出的增长，就必须要求

产品的销售量（剩余价值实现）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幅度，也即是产品必须是具有弹

性的；另一方面，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创造效应和补充效应小于其破

坏效应和替代效应，也不会在总量上导致更多的需求。因此，就业的总量效应和产品的弹性要求是决定生

产率、利润和需求之间正反馈能否持续发生的两个关键因素。就业的总量效应取决于观察的时间长短，长

期内，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增就业将超过对传统部门就业的替代和破坏，这一点已被历次技术经济范式的

变迁所证明；而产品弹性对总产出的影响，则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支柱部门

 （carrier branches）或者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以及“引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的规模和范围密

切相关。例如，在芯片、存储器、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这种结构的部门间需求中，上游产业技术进步造成的

单位产品价值量下降意味着下游产业更大的需求，也意味着整个行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总产出的进

一步增长。
 （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具有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是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协同、互为需求的产业活动。孤立的某一个产品不足以支撑

起大范围的资本积累、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增长，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系统性特征在大国、大

的经济体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较小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即使缺乏足够复杂的产业门类和经济规模，但

若能在有限的部门甚至单一的产品上实现突破，形成竞争优势，仍有可能凭此拉动该经济体成为“富

国”。例如，韩国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过程中，1973−1987 年期间出口结构的最明显的变化，集中体

现在纤维、电子产品和汽车及配件三个产品上，三者占总出口比例达到 53%，而在 70 年代，纤维和汽车

及配件出口为零，电子产品出口则从 1973 年的 9.9% 上升到 1987 年的 21.5%。①韩国经济学家李根也指

出，韩国没必要建立飞机制造业。②

高质量经济活动之所以对规模和结构有着特定的要求，是因为：

第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对生产率优化和实际工资提升的空间和持续时间具有重要影响。生产率

改进快的“快”部门在更大规模的需求拉动下会有更强的“需求引致创新”作用，从而进步更快，与此同

时这种快的进步反过来也会对生产率提升慢的“慢”部门产生渗透，最终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内起到提

升生产率的作用。这种产业间的相互引致需求而拉动的创新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

被称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其拉动作用可以通过不同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上的规模系数得以体

现，而较高的规模系数和多产业间的协同性往往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之一。金德尔伯格就写道：“穷国的经

济学家在判断哪些工业具有最多的联系时无需再为自己国家精心制作和改进一个投入产出表。”③而另一

方面，国民实际工资的普遍提高也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的从业人

员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更有能力去消费劳动生产率进步较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让这些

 “慢”部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能得到提升。这就需要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在经济体中占到相当的规模，

才能让“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生产率−利润−工资增长之间的正反馈的强度和持续程度，取决于

高质量活动所占有的份额。

第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构的复杂程度对生产率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广度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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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相应部门潜在的生产率提升空间大，但需要相当广泛的支持部门，才能有利

于自身的生产率提升，并同时形成范围更大的生产率外溢效应和更强的产业协同效应。外溢效应和协同效

应的持续度、强度和广泛程度则取决于：（1）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之间的匹配。如果一种产品创新能导致更多部门的过程创新，就能产生范围更大的生产率外溢

效应。从技术史的角度看，这就要求主导部门的产品创新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其产品可用于更多行

业和更多产品的过程创新之中，如数控机床、新材料或新能源等；（2）过程创新或组织创新的通用性。某

种工艺、流程或者生产组织形式，如果可以被用于多个生产部门去提高生产率，就可以实现范围更大、更

为直接的生产率提升，如流水线、平台组织等。
 （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具有特定性
1.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特定性。首先，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而变

化。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变化，以及不同国家自身禀赋和基础的

差异，曾经在某一时段使某些国家成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对应的行业、产品乃至于政策，未必适用于当

下其他的国家。例如，对于何谓高质量经济活动，赖纳特的答案是制造业：“自那些“天然富裕”

 （naturally wealthy states）的国家−威尼斯、荷兰、没有农业的小城邦−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

不需要经历长期的锁定目标（targeting）、对制造业部门进行支持和/或保护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部门

的国家”。①而在调节学派的分析中，汽车、建筑等耐用品行业是支撑黄金三十年的主要行业。但随着模

块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显然已经无法实现“高质量”的特定要

求，制造业占比很高但附加值很低已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同样以韩国和马来西亚为例，20 世

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比基本上都在 38% 左右，1990−2008 年期间，马来

西亚的制造业占比还从 38% 上升到 45% 左右，但韩国一直在 38% 左右，而同期两国的平均国民收入则拉

开了数倍以上的差距。②其次，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上的竞赛性。在特定的技术周期时间节点上，高

质量经济活动的技术高点具有独占性，即“先到先得”。随着知识产权、产业生态联盟和技术标准重要性

的日渐突出，这种时间的竞速赛也更为激烈更为普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特定性意味着，在不同技术

革命浪潮时间节点上启动工业化和赶超进程的不同国家，面临的技术和赶超的“机会窗口”也不同，就其

实现“富国”目标而言，高质量经济活动对应的具体产品、行业和介入方式也不一样。

2.高质量经济活动也具有空间特定性。首先，随着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兴起，高质量经济活动

在空间上被分割，产品间分工和产品间贸易被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所取代，单纯通过逆向

工程已无法实现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高质量经济活动更多地集中于价

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端；其次，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开放经济条件

下，生产率−利润−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更容易超越一国范围，造成国内循环的脱耦，失去国民共享的意

义。如，在原材料和成品市场“两头在外”而缺乏定价权力的加工贸易中，也可以出现生产率提升但利润

和工资下降的情形；再如，受限于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能

被拥有金融霸权的发达国家所掠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空间特定性意味着，对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的争夺、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和产业强度和韧性的争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政策选择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的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对选择、培育

和促进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与之相应，促进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选择也应有所侧重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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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特性，致力于特定行业和产品
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行业特定性和产品特定性。要产生大范围的生产率、利润和积累的协同增长，就

需要形成大范围的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产业间需求。在这种需求的耦合循环中，由于部

门间需求富有价格弹性，因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位产品价值量的下降不会影响总产出和利润的实现，而由于

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部门就业，实际工资的上升也会带来相应的需求增长。

从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成功实现赶超目标国家的经验看，新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初，一国能否成功地

捕捉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赶超，在于能否在生产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中取得领先地位；以及能否迅

速形成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形成的互为市场。而这取决于技术能力、经济规模和产业体系

的复杂程度。回顾技术变革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冶铁、蒸汽机和煤矿业之间，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电气化、石油、内燃机、钢铁和汽车之间，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芯片、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之间，都存

在这种类似的循环。而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地方，就在于英国存在着采煤、蒸汽机

和冶铁的旺盛需求；①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之所以能胜出，也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多样化的产业部

门；②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之所以领先于日本和欧洲，也与其庞大的军工采购密不可分。③虽然中国仍存

在着高端核心技术缺乏和基础研究薄弱等短板，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来临之际，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和世

界上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生产体系却为我们捕捉这一机遇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新技

术、新产品和新的组织形态更容易得到市场回报，进而激励企业持续创新。而多样性的生产部门则有助于

形成不同部门间的技术耦合和互补效应，从而加速技术扩散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型构。

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产业间需求的规模和广度，取决于技术革命本身所蕴含的分工

 “裂变”程度。里夫金之所以将能源+通信的组合变化视为工业革命的标志，就在于能源+通信的变化代表

着全新的分工和生产组织方式，通信和能源的“这种聚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从而

要求以全新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商业活动和生活方式”。④在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戈登

 （Robert Gordon）等人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之所以成为快增长和慢增长的分界点，就在于以计算机为代

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在分工的“裂变”程度上无法与上一轮技术变革，也即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的电气化、

内燃机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相提并论。之所以存在所谓索洛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处处可见计算

机，唯独在生产率数据中除外”，主要是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并未形成类似电力、石化能源技术那

样强劲而广泛的创新范围。

如同蒸汽机、电力一样，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已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通用技术，⑤也成

为各国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的主阵地。但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仍局限于诸如广告投送、生活消费等

有限的应用场景之中，要避免索洛悖论的再现，使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成为提升一国价值链、

供应链和产业链地位的主导力量，就应当：（1）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升级，使其产生更大范

围的工业应用而不仅仅只是商业和生活应用；（2）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材料、能源、生物技术等战略

新兴产业的技术渗透和产业协同，以及通过新兴技术促进传统行业升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业在缺乏材

料、能源和高端装备产业进步的前提下，无法产生足够的产业带动效能和协同深度。如果不能广泛而有效

地与材料、能源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结合，不能渗透和升级传统制造业，就无法发挥其“通用”功能，

也就无法成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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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挥规模优势和结构优势，引导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要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需要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达到相当的比重，如此，才能“拉动”占世界人口五

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同样，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协同效应，产生持续而广泛的生产率溢

出，也需要中国的经济结构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如此，才能产生足够的产业间“引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作为潜在的最大消费市

场，作为一个同时兼具战略新兴产业、传统制造业，同时农业占 GDP 比例达到 7.6% 并拥有 18% 农业劳动

力的经济体，①中国又完全具备实现高质量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要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同部门、不同区

域的生产率结构性差异，为生产率溢出创造了前提条件，战略新兴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

升级引致的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协同，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

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而较高的农业劳动力占比也同时意味着国民收入提升尚有巨大空间。一般而

言，当劳动力从低的生产率部门向高的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不仅本身收入会得到提高，而且高生产率

部门还可拉动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上升，这是工业革命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时所发生的

现象，也是发达国家农业、服务业人工成本远比发展中国家要高的原因。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发展困

境之一，就是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升，劳动力人口的流转方向不再是从低生产率

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而是从高劳动生产率部门向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这也正是后工业化时代总生产率提

升速度开始趋缓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显然还未达到这一阶段。

然而，要将潜在的规模和结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规模拉力和结构引力，需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经济规

模和结构的质量。尽管潜在规模很大，但在生产率水平上，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路风等人的研

究表明，2010 年，中国的劳均产出不到美国的 1/6，而劳均资本不到美国的 1/5，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相当

于德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韩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②尽管结构意义上产业部门多样化明显，但高

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仍不够高，未能产生足够的产业协同力，在路风教授的统计

中，中国之所以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水平会被大大拉低，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且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就业人口仍停留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

产业协同尚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三）抓住时间上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围绕“空间”链主打造产业竞争力
如前所述，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特定性。一方面，围绕着新技术经济范式的高端争夺是一种时间

的竞速竞赛，另一方面，技术浪潮的产品节奏型变化是产业竞争的重中之重。前者要求“快”，实现先到

先得；后者意味着“准”，实现产业利基。而工业革命以来若干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时间特定性变化的显著

特征，就是一方面时间竞赛过程中的规模、垄断、成本等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而标准、知识产权、产

业生态联盟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另一方面是技术周期中短周期技术产品大量涌现，使节奏变化大为加快。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窗口理论，对后发国家而言，在成熟的技术中不存在赶超机会，因为时间上

先发国家已经实现技术、规模、价格、标准和产业生态联盟的锁定；但在新兴技术和产品中，先进国家和

后发追赶国家在技术上基本处在同一起点，新技术或产品与传统技术和产品的差别越大，先进国家和后发

国家的差距越小。而由于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路径依赖和产品路径依赖都弱于发达国家，在新一

轮技术革命爆发之初，后发国家反而具有更大的优势，也即新熊彼特学派所强调的真正具有赶超意义的

 “第二种机会窗口”。而技术和产品更迭的周期趋短意味着“第二种机会窗口”开启更为频繁，后发国家

的追赶机会也更多。从理论上说，在以通信网络技术这类短周期特征技术为主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中，

只要抓住短周期的节奏就存在赶超甚至领先的可能性。而一旦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实现了突破，空间意义

上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的“链主”也随之易主，华为 5G 技术之所以成为中美贸易战乃至于技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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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昉：《中国农业劳动力大概占 18%，还有可挖掘潜力》，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029/15752313_0.shtml.

②路风：《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文化纵横》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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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点，其原因也在于此。

时间意义上的后发赶超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巨大困难，是因为空间意义上，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

的“链主”可以通过对“链”的控制来抑制后发者和赶超者。在一个既定的时间节点上，链主依赖其价值

链的优势，具有更强的研发实力和更大的技术标准主导权；依赖其供应链的优势，具有更大的产业生态控

制权；依赖其产业链的权力，具有在空间上重构生产，从而破坏后发者通过产业间需求来引导创新升级的

可能性。在新技术经济范式切换的过程中，尽管机会窗口频繁开启，但链主通过上述系统优势，可以遏制

甚至绞杀后发追赶者。从这一意义上说，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特定性和空间特定性是不可分离的，要实

现技术浪潮中的竞速，获取特定的产业利基，必须同时突破和摆脱空间链主的抑制。

当前，以人工智能、纳米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即将发

生根本性转换，这就为中国等后发国家捕捉高质量活动提供了难得的“第二种机会窗口”。但如果不能改

变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地位，“第二种机会窗口”也将失去意义。而中国在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地

位仍不乐观，产业链虽然“全”，但对“链”的控制力还有待提高。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产业链的

完整性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虽然短期内，中国的全产业链地位很难被替代，但从中长期看，这种产

业链的替代或碎片化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生产线和供应链的调整周期也仅需 12 个月左

右①。因此，稳住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链，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

的潜力，避免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也因内需不足而发生产业转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持

续、安全的条件，是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2019 年 8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上也强调，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自主可控、安

全高效为目标”，“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②

五、结 语

工业革命以来，真正通过高质量经济活动，成功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远远少于失败的案

例。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捕捉、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即使在跻身发达国家之后，很多国家也不同程

度地面临着发展缓慢、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这说明，捕捉、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绝非易事。高质

量经济活动的发展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一个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并

存的过程。它既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持，更需要长期而有效的制度体系进行促进和保障。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与产品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特定性以及历史特定性等特征，对我们捕捉新技术

革命的机遇，实现以创新、绿色、协同、开放、共享为导向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复杂和更系统的

要求。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技术特征、产业特征为导向，围绕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重点攻关，前瞻性地

审视现有产业布局，及时针对缺陷进行相应系统调整，是应对新技术革命，培育和促进高质量经济活动，

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国家发

挥在创造性破坏中的“引导”与“稳定”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同时为经济结构转

变，发展动能切换提供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加快适

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高质量的新型供给带动相应的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中国经

济的规模与结构优势，促进产业融合与产业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高质量经济活动与高质量发展−经济史与经济

思想史的综合考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的借鉴研

究”（18BJL02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①卓贤等：《弹指一年间：贸易战中的产业链》，《财经》2019 年第 20 期。

②习近平：《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0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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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Mechanism, Specificity and Policy Choice

YANG Hutao

Abstract:   The co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es  in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national  well-

being,  realizing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productivity,  real  wages  and  enterprise  profits.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the key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  returns,  potential  possibilities  f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nd  strong

industry-driven  effect.  Through  the  synergy  effect  between  departments  with  large  space  for  productivity

promot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produce  a  large-scale  spillover  effect,

and achiev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real  wage promotion.  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three

kinds specificity, which lies in industry and product, scale and structure, time and space.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echnology-economy paradigm and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rade system

and  financial  system,  the  intension  and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also  changed.

Correspondingly, the selection, culti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also need the

support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activities,  increasing  returns,  indust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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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x Americana
— Neo-Liberalism as an Imperialist Discourse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Myth

YIN Zhiguang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and  the  21st  centuries,  a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  conservative

scholar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gan  to  devote  their  attentions  to  depict  the

emergence of a “New American Centur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this triumphalist attitude

drove  many  conservative  elites  to  narrate  the  mak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a  global Pax  Americana. Pax

Americana advocates  s  neo-liberal  global  order.  It  argues  that  liberalism  i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model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lso  paints  the  picture  that  a  capital-driven,  liberal  market

expansion being the only viable  path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lobalisa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ship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science has offered criticisms to this neoliberal  world order.

This paper hopes to introduce a historical dimension to the discussion. It looks at the political narratives of

a Pax  Americana in  the longue  durée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hoping  to  present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iography and problematics of the narratives of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etical  interests  in  the  UK  and  the  USA  in  the  late  19th  and  late  20th  centuries  respectively  have

manifested  a  shared  enthusiasm in  the  reinvention  of  history.  They  emerged  at  times  when  the  polit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s  reached  their  peaks  in  their  own  respective  periods.  By  revealing  this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the  neoliberal  and  neoconservative  imperialist  narratives  will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Pax Americana and the logic dilemma of its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narrative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British Empire, American Empire, Pax Americana,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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